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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叙事
与土耳其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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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后，一直将历史教育作为民族建构和国家认同的关键。 其历史教科书经历了多次修

订，反映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是建构独立、辉煌和连贯的土耳其国家历史始终是其核心目标。 古

代中国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对古代中国的叙事折射出该国建构民族国家的深

层逻辑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流变。 在土耳其教科书中，古代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独特并对古代土耳其产生过重要影

响的国家，同时也是古代土耳其人的重要邻居和对手。 中国成为土耳其建构古代土耳其人身份认同的对立参照物。 土耳

其教科书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与土耳其建构自身身份的需求密切相关，直接服务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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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通过传达官方叙事并强化国民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历史

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国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扮演着塑造国家身份、目标和利

益的关键角色。 汉娜·席斯勒（Ｈａｎｎａ Ｓｃｈｉｓｓｌｅｒ）将历史教科书定义为“集体记忆或时代精神的来

源，是一个国家的‘自传’……是大众教育的武器”。① 历史教科书往往将国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中，通过创造某种集体记忆，来塑造共同的国民身份，以帮助未成年人形成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共同

的归属感。 历史教科书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国家间关系。 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涉及到他国的历

史事件加以选择、遗忘和歪曲，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 如中日、韩日围绕着日本修订教科书的问题

产生的摩擦；土耳其和希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北塞浦路斯在教科

书问题上的不同历史叙事，也给双方的和解增加了障碍。②

近些年土耳其的政治社会正在经历复杂的变革，其历史教科书也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

·７９１·

①

②

Ｈａｎｎａ Ｓｃｈｉｓｓｌ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１（２００９）， ｐ． ２０３．

关于教科书问题对土耳其和希腊关系的影响，参见 Ｍｅｒｒｙ Ｂｒｕｃ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ｒｅｅ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８６－２８７； Ａｌｅｘｉｓ Ｈｅｒａｃｌ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Ｇｉｚｅｍ Ａｌｉｏｇ� ｌｕ Çａｋｍａｋ，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 ｐｐ．７９， ２３２。 关于土耳其教科书中的亚美亚尼叙事对两国关系的影

响，参见 Ｔａｎｅｒ Ａｋｃａｍ，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２０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ｗｅｅｋｌ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４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Ｒｅｆｉｋ Ｔｕｒａｎ， “Ｔüｒｋｉｙｅ’ｄｅ Ｌｉｓｅ Ｔａｒｉｈ Öｇ� ｒｅｔｉｍｉｎｄｅ Ｅｒｍｅｎｉ Ｓｏｒｕｎｕ ｖｅ Ｔｅｈｃｉｒ
（１９５０－２０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１（２０１５）， ｐ．１４８９； Ａｌｉşａｎ Ａｋｐıｎ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
ｎｉａ ：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Ｙｅｒｅｖａｎ，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１－６９．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同的历史叙事对巴以冲突的影响，参
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ｔｂｅｒｇ，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ｅｌｉｘ，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１４２。 关于教科书问题对塞浦路斯与北塞浦路斯关系的影响，参见 Ｄｉｌｅｋ Ｌａｔｉｆ，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９， ｎｏ．１（２０１９）， ｐ．３１．



指导下进行了多次修订。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折射出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逻

辑，研究其历史叙事有助于从微观上深入考察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
土耳其的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反映和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耳其精英

和大众对于中国的认识。 本文主要关注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教育改革以来使用的多个版本的中学历史

教科书，对其中涉及古代中国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并与 １９３１ 年土耳其第一部集中反映共和国意

识形态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探究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叙事特点及内

在逻辑，阐明其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如何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建构。

一　 土耳其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变化

土耳其的教育投入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 该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土耳其

教育投入为 ２ ７０９ 亿里拉，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５．４％；２０２１ 年教育支出为 ３ ４４０ 亿里拉，占
ＧＤＰ４．８％。① ２０２１ 年教育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②

１９２３ 年建国以后，土耳其就开始实行五年义务教育。③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中小学教育立法，
推行 １２ 年义务教育，即“４＋４＋４”学制，其中初等教育为 ８ 年，１—４ 年级为初等教育第一级，５—８ 年

级为初等教育第二级，９—１２ 年级为中等教育，相当于 ４ 年小学、４ 年初中和 ４ 年高中。 按照《土耳

其共和国宪法》第 ２４ 条规定，教育坚持世俗化原则，宗教教育必须在国家的监管之下进行。④

土耳其的教育体制实行中央集权，公共教育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以后，于 １９２４ 年颁布《教育统一法》，将教育机构置于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之下，以培养“理想公

民”。 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工具。 １９２６ 年，教育部成立了

教学和教育委员会，负责审查教科书，并委托编写新教科书。 土耳其教育部主导教科书选用和审定

的各个环节，所有教材均由国家教育部编制或批准。⑤ 教育部下设的教育委员会对有关单位或私营

出版社提交的教科书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出版。 每年进行两次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有效期为 ５
年，其批准印刷的教科书由教育部购买并免费分发给学校。

在欧洲的影响下，土耳其很早就将历史教育纳入官方教育体系。 １８６９ 年，奥斯曼帝国出版了第

一本历史教科书《奥斯曼历史概要》，成为现代土耳其历史教学的基础。⑥ 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

教育以“奥斯曼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塑造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群体共同的“奥斯曼身份”，以对抗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巴尔干战争中遭到惨败，失去巴尔干大部

分领土。 １９１３ 年，突厥主义意识形态被纳入帝国的历史课程。⑦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的崩溃，民族主义史学占据了核心地位。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将历史教育作

为塑造土耳其人身份最重要的工具。 １９２４ 年土耳其实行教育改革，其核心目标是在民族主义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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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 年土耳其教育部决定将义务教育延长为 ８ 年。 １９７３ 年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学生必须强制接受为期 ８ 年的义务教

育。 １９９７ 年实行了新的八年制义务教育制，用八年制初等教育取代了原来 ５ 年小学（初等教育）和初中 ３ 年（中等教育）的学制。
除了世俗教育外，土耳其还存在名为伊玛目·哈蒂普的官办宗教学校，其招生人数正在日益扩大。
土耳其学校的教材选用和出版有以下几种途径：教育部下设的教育委员会直接编写；相关机构或组织根据教育部的命令

编写；教育部直接购买国内外编写或翻译的现有教科书；出版商根据教育部法规的程序和原则编写。 但所有教科书均需国家教育

部的审定和批准，才能进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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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主义的基础上培养忠诚的公民，而历史教学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官方历史

书写和历史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凯末尔主义，特别是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理念。
长期以来，教科书一直是“话语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

对抗的“战场”。① 虽然现代土耳其的教育理念以凯末尔主义为基石，但是如何理解凯末尔主义成为

土耳其政治和学术精英争论和斗争的焦点。 土耳其的学校课程和教科书也成为“不同群体塑造国

家过去和未来方向的战场”。② 尽管土耳其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

对教科书的有着不同的叙事重点，但最终目标都是利用历史教科书传播民族主义叙事，精心培养民

族认同，在学生中形成对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建构独立、连贯和光辉的土耳其人历史，为现

代土耳其的建国提供合法性成为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首要任务。
１９３１ 年土耳其历史学会编写的四卷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出版，这是第一部集中反映共和

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教材。③ “土耳其史观”主导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官方史学，并成为这部教科书的

核心思想。 它强调要挖掘土耳其民族的“根”，突出土耳其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这种史

观宣称，土耳其人是包括印欧人在内的所有圆头颅民族的祖先，中亚是文明的摇篮；土耳其人在他

们迁移的所有土地上都创造了文明，包括安纳托利亚最早的赫梯文明；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人的家

园，而土耳其人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④ “土耳其史观”和鼓吹世界上所有语言都源自土耳其语

的“太阳语言说”曾经被引入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但是由于其太过荒谬和夸张，严重偏离了学术的客

观性，受到绝大部分史学家的抵制。 虽然“土耳其史观”在凯末尔去世后被官方放弃，但其核心思

想，即以土耳其民族为中心重写世界历史，突出土耳其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和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

响，在各时期的教科书中延续了下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西方人文主义对土耳其的历史教学产生影

响，人类共通的价值观等元素被融入教科书中，该情况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⑤

１９８０ 年的军事政变对土耳其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变后得到军方支持的

新政府，引入宗教保守力量来压制土耳其社会的左翼运动。 土耳其逐渐形成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
即“土耳其－伊斯兰综合”，将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土耳其人身份认同。⑥ 土

耳其官方公开承认伊斯兰教是界定土耳其民族国家身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实质性改变了凯末尔

主义的传统政治理念。⑦ １９８２ 年宪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学生必须接受宗教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强制性

教育。 这一时期历史教育的特点是国家安全话语与宗教主题结合，强调国家中心主义和以宗教为

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而伊斯兰教话语在教科书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从建国开始，一直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被当作政治灌输的重要工

具。 ２００３ 年土耳其开启入欧谈判，开始参照欧盟的教科书标准和规范进行课程改革。 ２００４ 年，土
耳其重新修订历史教材，但是库尔德人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历史仍然被排除在课程所构建的“合
法”知识之外。 凯南·恰耶尔（Ｋｅｎａｎ Çａｙıｒ）认为它们“依旧充满了对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的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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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狭隘的定义，其背后是民族起源神话、种族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① ２００９ 年，土耳其与欧盟

的关系进入蜜月期，入盟改革也进入实质性阶段，土耳其采取积极步骤来解决教科书中对少数族裔

的歧视倾向。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发起了面向国内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倡议”和“民主倡

议”，赋予库尔德人更大的文化权利和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② 库尔德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以公

开讨论的议题，罗姆人、阿拉维人和非穆斯林要求平等的呼声也进入了公共空间。 学校新开设了库

尔德语和拉兹语等选修课，并取消了《国家安全》课程。③ 新的历史教材清除了一些对希腊人、罗姆

人、阿拉维人和非穆斯林的负面叙述和歧视性语言，增加了对妇女史和人权问题的关注。
２０１１ 年正义与发展党在进入第三个任期之后，内外政策中宗教保守主义日益显露。 ２０１２ 年课

程设置中新设了两门宗教课程，并成为“强制性选修课”。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正发

党政府指责美欧袒护据称发动政变的费特胡拉·居伦（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及其追随者，土
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恶化。 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教育系统再次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教

科书修订时的理念和规范大部分被抛弃，长期以来作为教科书指导思想的凯末尔主义实际上也被

删除。④ 新版教科书中宗教保守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强化，首次引入“圣战”概念。 新版教科书引发的

最大争议之处，在于删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增加宗教教育的课程和课时。 新编教材受到世俗主

义者和妇女团体的批评，认为其教育理念大幅度倒退，宣扬反科学主义并缺乏对宗教差异和性别平

等的尊重。 新版历史教材还积极评价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强调历史上所谓“突厥语国家”的辉煌历

史，泛突厥话语和新奥斯曼主义成为指导思想。⑤ 此外，对亚美尼亚的一些负面描述增加。 尽管凯

末尔主义很大程度上被侵蚀，但是现行的土耳其教科书在形式上依然强调世俗主义。 教科书扉页

为爱国诗人穆罕默德·阿基夫·厄索伊（Ｍｅｈｍｅｔ Âｋｉｆ Ｅｒｓｏｙ）作词的土耳其国歌歌词，还有国父凯

末尔对青年的讲话摘录以及凯末尔的照片。
目前土耳其中小学历史教育主要集中于中学阶段，小学阶段没有单独的历史课程，但有些课程

包含了部分历史知识。⑥ ８ 年级有一门必修课“土耳其共和国革命史与阿塔图尔克主义”，讲授现代

土耳其的历史。 在土耳其普通高中，９ 年级和 １０ 年级都有名为“历史”的必修课，１１ 年级时“历史”
成为选修课，“土耳其共和国革命史和阿塔图尔克主义”再次成为必修课，１２ 年级只有一门历史选

修课“当代土耳其与世界历史”。⑦ 土耳其的教育系统并没有对“世界史”和“国史”进行明显的区

分。 原因在于，土耳其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国民对国家和自身文明的认同，关于世界历史的

叙述也直接服务于自身民族国家的建构，重点关注与土耳其相关的世界历史。

二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叙事

１９２３ 年现代土耳其建国以后，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历史遗产，致力于挖掘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所谓“古代土耳其人”的历史。 土耳其民族主义史学，将遥远的中亚游牧民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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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年级有一门必修课“生活研究”，４—７ 年级开设有“社会研究”课程，这是一门包括历史、地理、社会在内的综合课程，

其中包括了一些历史教育的内容。
社科高中稍微有所不同，“历史”课程为 ９ 年级、１０ 年级和 １１ 年级的必修课。 此外，１１ 年级的必修课程还包括“土耳其共

和国和革命史”，１２ 年级的历史类必修课程为“当代土耳其与世界历史”。



为新生的土耳其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 建构古代土耳其人的历史成为土耳其官方历史书写的重

点，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古代土耳其与古代中国的交往和互动的历史叙事来完成的。 在

土耳其古代史中，关于中国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远超对另外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介绍。① 但

是历史教科书对于古代中国的叙事，却是严重失衡的。 它主要关注政治军事，对古代中国的文化、
经济涉及很少。 古代中国在土耳其教科书中存在大量叙事空白，没有具体的朝代名称，一律用中国

（Çｉｎ）来称呼古代各个王朝。 原因在于土耳其教科书始终以本民族的历史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古代

史，重点选择那些与所谓“古代土耳其人”相关的历史。
土耳其语中土耳其人“Ｔüｒｋ”一词，既指现代土耳其人，也指古代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土耳其

官方将中亚和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称为古代土耳其人。 中国史书中活跃于隋唐时期的“突厥

汗国”在现代土耳其语中对应词为 Ｇöｋｔüｒｋ（古突厥语为 Ｋöｋ Ｔüｒｋ）。 土耳其教科书中将匈奴人

（Ｈｕｎ）、突厥人（Ｋöｋ Ｔüｒｋ②）、回鹘人（Ｕｙｇｕｒ③）、喀喇汗人（Ｋａｒａｈａｎｌı）、伽色尼人（Ｇａｚｎｅｌｉ）、塞尔柱人

（Ｓｅｌçｕｋｌｕ）与奥斯曼人以及土耳其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称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独立的、一脉相承的“土
耳其国家”。 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对土耳其人起源这一问题，着墨很多。 官方历史将匈奴视为第一

个土耳其人国家，而突厥则是第一个用“土耳其”一词命名的土耳其人国家。 关于匈奴、突厥的历史

叙事又紧密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通过对“古代土耳其”与中国互动的历史叙事，古代中国的形象得

以呈现。 关于古代中国的叙事主要集中于土耳其 ９ 年级的教科书“历史”和 １１ 年级的教科书“土耳

其文化与文明史”。④ 这些教科书呈现的中国形象有三个方面：
（一）形象一：悠久、独特的中国文明

土耳其教科书将中国称为“与印度、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列的古老文明”，⑤“中国

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领土辽阔……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 ２５００ 年”。⑥ 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介绍了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科技，如“中国是一个

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⑦“农业和丝绸贸易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生计之一。 中国人使用象形文字，一
直延续到今天……多层塔楼、寺庙和宫殿在中国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⑧“中国在文学和艺术方面

取得重大发展，在造纸、养蚕和制瓦方面处于先进水平。”⑨“中华文明在建筑、雕塑、绘画、玻璃装饰

和陶器艺术方面蓬勃发展……在医学上，使用按摩和针灸方法……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
南针。”�I0“中国有早于伽利略的太阳黑子记录。”�I1教科书还引用穆罕默德的名言：“即使知识在中

国，也要去获得它。”�I2这些内容勾勒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古代中国形象。
它们承认中华文明对古代世界科技和贸易的贡献，尤其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I3

“中国建立了天文台，监测天体运行，发明了纸张、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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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２０１９ 年土耳其教育部审核通过的 ３ 个版本的九年级“历史”教材为例，对于同属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提到中国次数

远超印度。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编写的教材，提到中国有 ３２５ 次，印度 ６７ 次；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编写的教材，提到中国 １７０ 次，印度 ３０ 次；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主编的教材，提到中国 １３８ 次，印度 １７ 次。

有时也写成 ｋöｋｔüｒｋ，即中国史书中的突厥，Ｋöｋ 在古突厥语里意为像天空一样的蓝色，与阿尔泰游牧民族中的“天命崇拜”
一致，也指代东方。

在土耳其语中，Ｕｙｇｕｒ 和维吾尔是同一个词。
同时散见于 ９—１１ 年级的“地理”，１０ 年级“土耳其语言与文学”，４—７ 年级的“社会研究”，但这些并非历史教科书，本文

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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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发展在十字军东征后被带到了欧洲。 火药武器使得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封建制度崩溃

了。 指南针促进地理大发现，而纸张和印刷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①它们还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信仰哲学。 “中国通常是由王朝统治的。 帝王

被赋予‘天子’的称号。 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阶级差异，并为这些阶级制定了单独的法律。”②“中
国人大部分信仰佛教，基于哲学家老子思想的道教和基于孔子思想的儒教也在中国人中广泛传播。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③教科书介绍了孔子以德政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并附有孔

子的图片。④ “在中国文明的思想生活中，孔子和老子有着崇高的地位。 老子是中国道教哲学的创

始人。”⑤教科书还提到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⑥

土耳其教科书关注中国和周边游牧民族的贸易，认为土耳其文明和中华文明互有影响。 “中国

是一个农耕民族，和土耳其人进行贸易。 土耳其人需要中国人的谷物和陶瓷，中国需要游牧民族的

牲畜……公元前 １９８ 年，冒顿汗通过条约启动了匈奴和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贸易关系。 此次贸易在

边境城集市上进行，土耳其人向中国人提供牲畜、马匹、皮革、毛皮和武器。 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

丝织品、珠宝、瓷器、稻谷和其他谷物。”⑦教科书强调古代游牧民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土耳其、蒙
古和吐蕃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中国人在骑兵方面受到土耳其人的影响”。⑧ “十二

生肖土耳其历是古代土耳其文明留给今天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土耳其人发明的日历系统影响

了整个地区和亚洲的文明。 今天的土耳其人不再使用，但这种历法仍被中国人继续使用。”⑨

关于丝绸之路的叙述散见于土耳其多个版本的教科书。 教科书积极评价了丝绸之路在世界历

史进程中的影响。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的主要路线，从中国开始……丝绸和瓷器被出口。 中

国皇帝采取了措施增加农业生产并确保贸易路线的安全。”�I0“历史上最古老的陆地贸易路线之一是

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经中亚到达安纳托利亚海岸的港口城市。”�I1教科书认为，丝绸之路是

东西方文化和文明交往的桥梁，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一直存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主导丝绸之路的部落在世界政治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I2“中国和土耳其人都希望控制丝绸之路”，�I3双方围绕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
（二）形象二：危险的邻居和持续的对手

匈奴、突厥和回鹘是土耳其教科书所称的古代三大东方土耳其人群体。 这些群体的历史与中

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教科书所附匈奴、突厥、回鹘的疆域地图均与中国比邻而接。 在土耳其古代史

教科书中，中国是古代土耳其国家危险的邻居，也是长期的竞争对手。 教科书多处暗示，中国不仅

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对古代土耳其国家构成威胁。 而古代土耳其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政治、经
济和文化交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双方和平交往的历史很少被提及。

教科书突出了中土两国在古代的竞争和冲突。 土耳其教科书将匈奴、突厥、回纥界定为古代的

土耳其人。 因此对古代土耳其人，尤其是东方土耳其人的历史叙事，是与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２０２·

《史林》２ ／ ２０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I3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６５．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６４．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１４０．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７０．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６５．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４２．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１３０．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６４．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２４．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６１．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８２．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７８．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８１．



叙事的重点是匈奴、突厥、回鹘与古代中国的关系，从中映射出古代中国的形象。 匈奴汗国被想象

为古代土耳其人创立的国家。 称“头曼单于统一土耳其人部落，建立了第一个土耳其人国家……冒

顿单于时期匈奴势力达到鼎盛”。① “冒顿将中国视为匈奴汗国的威胁，发动了多次对中国的战争。
在匈奴压力之下，汉朝为摆脱困境于前 ２００ 年同匈奴订立了盟约。 汉朝北面的草原让与匈奴，并给

匈奴人岁贡。”②教科书还提到古代中土竞争的最重要原因是双方都希望控制中亚。 长城在土耳其

教科书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小学到高中多个年级的土耳其教科书都有中国长城的图片和描述，教材

中匈奴、突厥和回鹘的疆域图都将长城划为所谓的“古代土耳其”与中国的边界。③ 这种长期的历史

教育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耳其领导人厄扎尔所宣称的“从地中海到长城都是土耳其的利益区”存在

不小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版本的土耳其历史和地理教材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④

土耳其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中土关系的叙述中，突出古代土耳其人所谓“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勇

气和品质。 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大书特书唐朝时结社率（突厥始毕可汗之子）突袭李世民行宫的叛乱

行为。 多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涉及结社率的介绍和评论。 “在中国统治下，土耳其人失去了民族独

立……屈尔沙德（Ｋüｒşａｄ）⑤及其朋友曾争取独立，但没有成功，未能摆脱被囚禁的状态。”⑥教科书以

“屈尔沙德革命”作为一节标题，以结社率的口吻，详细描绘了突袭唐朝李世民行宫的“英勇”行为，
“我决定以极大的勇气占领中国宫殿……那天晚上，我和 ３９ 个朋友突袭了皇宫……数百名中国侍

卫死亡”。⑦ 另外三个版本的九年级历史教材也提到结社率。⑧ “结社率和他的朋友们虽然失败了，
但是让处于中国枷锁下的土耳其人因复仇的想法而行动起来……燃起了其他土耳其部落反抗的勇

气。 拥有民族自我意识的土耳其人，在等待获得独立的机会。”⑨几版教科书都高度赞扬结社率的勇

气，叛乱被渲染为试图恢复故国，重建突厥政权的英雄壮举。 唐代史料记载，“初，突厥突利可汗之

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 居家无赖，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I0

也就是说，此人诬告自己兄长谋反，人品卑劣为李世民不喜，后因为私欲谋反，但在土耳其教科书中

则被描绘为可歌可泣的英雄。 《通典》《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了结社率 ４０ 余人，突然发难，杀
卫士数十人，在土耳其教材里变成杀数百人。 土耳其关于匈奴、突厥的历史叙事唯一的来源是中国

古代文献。 土耳其教科书虚构历史以服务于其民族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灌

输，屈尔沙德在土耳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名。
在土耳其教科书中，古代中国和土耳其人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会威胁自身的文明甚至同化土

耳其人。 对于匈奴为什么没有趁机内迁，各个版本的教科书表述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保持土耳其人

的文化和认同的动机，如“尽管冒顿已彻底让中国无还手之力，但他不想迁入中国领土，认为这对国

家的未来不利。 突厥人在这一拥挤的民族内会丧失自我”；�I1“尽管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领土，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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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高度重视，并与土耳其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

即中国史书中的阿史那·结社率，突厥始毕可汗子，突利可汗弟。 唐贞观三年（６２９），结社率随突利可汗附唐，任中郎将，
于贞观十三年（６３９）乘唐太宗赴九成宫，率党羽 ４０ 余人夜袭，欲拥突利可汗子贺逻鹘北还自立。 为唐折冲将军孙武开率部击退，北
渡渭水，被捕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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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他们无法在拥挤的中国社会中保护自己的民族自我”；①“冒顿本有机会征服中

国，但是担心人口少的土耳其人与拥挤的中国人在一起，会失去自我……满足于向中国征税”。② 教

科书还强调古代中国对土耳其人实行所谓“同化”政策，突厥沙钵略面对隋朝要求他放弃突厥习俗

时表示：“我们的传统和习俗传自很久远的年代。 因此我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它们。 我没有勇气破坏

我们北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建立的规则。”③

（三）形象三：惯用阴谋手段的压迫者

将古代中国建构为土耳其人的压迫者，称土耳其人帮助阿拉伯人在中亚击败了中国，从此双方

成为亲密的伙伴。 多个版本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都提到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还
配有怛罗斯的地理图片。④ 现行的土耳其国家教育部出版的九年级历史教材第一章就有“怛罗斯战

争”的资料栏标题，有如下表述：“在卡鲁克土耳其人（葛逻禄人）的支持下，在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

间的这场战役（７５１ 年）中，中国人遭受了惨败。 中国人这次失败后，不得不放弃统治西突厥斯坦的

野心。 土耳其部落从中国人的压迫下获得了自由……怛罗斯之战后，土耳其与阿拉伯的斗争被友

谊和合作所取代。 在这种和平环境下，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人中的传播速度加快了。”⑤

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多处提到古代中国通过阴谋击败了匈奴、突厥、回鹘等所谓的“土耳其人”。
“中国皇帝将公主嫁给匈奴王，仆从中有很多间谍，通过阴谋诡计，在匈奴贵族中进行分化活动。 还

输入奢侈品，使匈奴人安于享乐，消磨了土耳其人的战斗技艺。”⑥“冒顿之后，由于中国人的阴谋诡

计，匈奴的统治开始出现深深的裂痕。”⑦“中国用各种阴谋削弱了匈奴人，并占据了丝绸之路。”⑧

“由于中国的阴谋，匈奴国爆发了叛乱。 在中国皇帝的帮助下，呼韩邪单于成为统治者。 他的弟弟

不承认他的统治，内战开始了”，并评论呼韩邪单于归附中国的做法是可耻的。⑨ “中国将煮熟的麦

子交给突厥人，使得突厥播种的粮食颗粒无收。”�I0中国使用阴谋迫使突厥人迁徙。�I1 “中国从 ８２１ 年

开始实施政治阴谋以对付回鹘。”�I2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土耳其九年级历史教科书，节选的《迁徙史诗》绘
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中国用欺骗的手段，骗走了凝聚回鹘国运的圣石，用火和醋毁坏了圣石，给
回鹘人带来厄运，迫使回鹘人抛弃家园，进行痛苦的迁徙。�I3

土耳其教科书称古代中国用非正义的手段瓦解了所谓的“土耳其国家”。 为了抵抗匈奴人，修
建了著名的长城。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阻挡匈奴人。 中国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第一，中国把公主

嫁给匈奴首领，除了公主之外，还往王宫派送许多仆人。 这些仆人从事间谍工作、搜集信息。 第二，
赠送匈奴王公贵族礼物，让他们在经济上依赖自己。 第三，通过突然切断礼物和经济援助使匈奴人

归顺。 第四，挑动贵族彼此内斗，导致匈奴政权分崩离析。”�I4将中国最后赢得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情

报战、经济渗透和内部分化。 这种历史叙事，明显受到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人对西方的认知的影

响。 与土耳其认为欧洲列强用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为间谍，对奥斯曼帝国进行经济渗透和经济控

·４０２·

《史林》２ ／ ２０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I3

�I4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９０．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ｐ．１２９．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Ｏｋｕ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８４．
Ｓａｍｉ Ｔüｙｓüｚ，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ｐ．８３，１８１；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２０１９， Ｍｉｌｌî Ｅｇ� ｉｔｉｍ

Ｂａｋａｎｌıｇ� ı， ｐ．１５６，１８０；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ｐ．１４６，１５４．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１５．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１００．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１００．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８９．
Ｂｅｈçｅｔ Öｎｄｅｒ，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９０．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 １２１．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９５．
Ｅｒｏｌ Ｙüｋｓｅｌ，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ｐ． １２３．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Ｏｋｕ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ｐ．８９．在 ２０１９ 年之后出版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这部分内容被删除。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Ｏｋｕｒ， Ｏｒｔａöｇ� ｒｅｔｉｍ Ｔａｒｉｈ ９ Ｄｅｒｓ ｋｉｔａｂı， ｐ．７６．



制，挑动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叙事如出一辙。
２０１２ 年以来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几经变化和修订，教材指导思想也发生变化，但关于古代

中国的历史叙事内容和特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均承认中国文明的悠久性和独特性，均将古代中

国塑造为土耳其的对手，都不同程度用“惯用阴谋”这样的词来描述古代中国。 与土耳其共和国的

第一部集中反映其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１９３１ 年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历史》相比，土耳其近

些年编写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中国的叙事，既有差异性也有连续性。
第一，１９３１ 年的历史教科书鼓吹土耳其人创造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古代各个文明。 它承认

中华文明的成就，但将中华文明描述为古代土耳其人创造的，称“全世界所钦佩的中国文明，其实要

归功于土耳其人的迁徙。 土耳其人首次出现在中国北方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 ７０００ 年。 土耳其人

以他们的公民知识、高尚的道德和纯洁朴实的信仰在中国定居”。① 这部教科书甚至称中国早期的

各个王朝也为土耳其人创建，如“中国是一个缺乏地理、种族和历史统一性的国家……夏商周的创

建者是土耳其人……秦人属于数千年来一直居住在甘肃地区的土耳其部落”。 “中国北方是第一个

被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地区……土耳其人将中国土著带出石器时代，并带领他们走向文明。”②当代的

土耳其教科书中删除了这些谬论，但仍不同程度提到所谓“土耳其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第二，１９３１ 年的历史教科书是所谓的“中国阴谋论”的肇始。 １９３１ 年的教科书将匈奴、突厥的

解体归因于“中国的阴谋”。 如“匈奴帝国在华北地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中国人想摧

毁这个土耳其国家。 为此通过诸多阴谋，在联盟之间制造不和与冲突，通过让土耳其各部互相争斗

来削弱它”。③ “由于中国人的阴谋和王朝诸侯的野心，突厥西部与东部完全分离……中国人的阴谋

使土耳其统治者相互对立，以及中国公主在土耳其宫廷中的破坏性作用，是东西突厥国家崩溃的重

要因素。”④如前文所述，近些年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都保留了“中国阴谋论”，也经常在中土关系的

背景下讨论古代和亲的中国公主，强调土耳其的军事优势迫使古代中国和亲，而这些和亲的公主则

是传递情报的间谍。 土耳其各个时期的历史教材之所以都津津乐道“和亲的中国公主”，是因为这

些故事非常契合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需要。 土耳其教科书一方面将其作为古代土耳其强大的证明，
另一方面则可以很好解释“强大的古代土耳其国家”为何崩溃这一问题。⑤

第三，相比 １９３１ 年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出版的教科书对于古代中国、阿拉伯帝国与土耳其在

中亚的历史关系的叙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１９３１ 年的教科书中对阿拉伯人有相当负面的表述，详
尽描述了阿拉伯帝国进入中亚后对土耳其人烧杀抢掠，称阿拉伯人是落后的民族，用野蛮手段摧毁

了土耳其城市和文明。⑥ 关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帝国和唐朝都被视为侵略土

耳其的敌人，中国和阿拉伯都是土耳其教科书中的“他者”，但对于阿拉伯人的负面描述远远超中

国。 后来的教科书，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删除，改为在怛罗斯之战中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携手合作，
共抗唐军，突出了双方的友谊和合作，而中国仍然是“他者”。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为了抹除奥斯曼

帝国军事和政治失败在民众集体记忆中的消极情绪，重建民族自信，极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切

割，与阿拉伯地区划清界限，实行西方化政策。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重新

成为土耳其国家认同的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阿拉伯人的历史叙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由于

历史和现实问题纠葛，尤其是出于土耳其自身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１９３１ 年以来土耳其历史教科书

对古代中国的叙事的核心内容一直保留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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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耳其教科书中古代中国叙事的深层逻辑

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深深影响到历史著作的撰写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而历史教科书成

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中国的叙事偏重于政治方面，其中

反映出的古代中国形象是单一的、单薄的，而非多面和多元的。 中国被承认为人类历史上古老而独

特的重要文明，但同时被描绘为与古代土耳其存在重大差异的异质文明，并且往往过分强调双方之

间的冲突而无视双方和平交往的历史。 究其原因，这种历史叙事并非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受到土

耳其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实际上服务于土耳其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双重需要。
（一）建构自身国家的需要，书写以本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史

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确立具有共同特性的民族是国家建设的基石。 这一抽象的民族往往

被界定为“我们”。 “我们”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的界定是通过民族

国家对‘他者’的定义提出的，以建立对本民族的认同”。① 要创造一种民族共同体，民族国家必须

依靠历史来揭示民族文化的根源，并寻求适合其所希望形成的民族的合法性基础。 要团结一个族

群，塑造共同的历史意识是最重要的方式，而历史教育成为创造和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途

径，这个过程也是国家寻找过去“最古老、最辉煌的故事”的过程。 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包

含着对“我们”和“他者”概念的讨论。 其教科书所传达的历史教育，目的并非促进学生对历史事件

的理解，而是促进学生对土耳其民族和文明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民族起源、民族特性、创伤记忆以及民族认同是土耳其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叙事的四个关键部

分。 这四个部分都离不开关于古代中国的叙事。 第一，在土耳其的民族起源叙事上，土耳其官方史

学将国家的起源追溯到历史上的匈奴，通过书写历史上所谓“匈奴土耳其人”与秦汉时期中国的对

峙、冲突和交往，将土耳其塑造为同样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土耳其人同样为古老的民族；第
二，在民族特性上，通过对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与古代中国关系的阐释与书写，将土耳其的民族

性界定为“爱好自由”“珍视独立”“英勇尚武”；第三，关于创伤记忆的叙事，将古代土耳其人迁移的

原因归结于干旱饥荒和中国的压力，教科书暗示除了伊斯兰教以外，土耳其人与曾经信奉的拜火

教、佛教、摩尼教等宗教均不和谐，如信奉摩尼教和佛教导致土耳其人军事上的衰落并导致了国家

的解体。 第四，在民族认同方面，通过对比来塑造古代土耳其迥异于中国的文化特性和生活方式，
创造了土耳其连续、稳定的民族和文明属性，而忽视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种族群体的变化

性，有意识地将国民的民族认同导向一个确定不变的对象。
土耳其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受到西方的影响。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后，西方认

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的民族，没有创造任何文明。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Ｌｌｏｙｄ Ｇｅｏｒｇｅ）声称，土耳其人就像美洲印第安人，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② 这种来自西方的蔑视

严重挫伤了土耳其人的自尊心。 与西方的偏见进行斗争成为了土耳其的国家政策。 为了回击西方

对土耳其的偏见，土耳其共和国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创造了土耳其史观。 对土耳其接受伊斯兰教之

前的历史进行了粉饰，声称土耳其民族是最伟大、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创造了中国、印度、美索不达

米亚和埃及的大部分文明，太阳语言理论则宣称所有的语言都起源于土耳其语。 虽然凯末尔去世

后，土耳其史观被抛弃，但纵观其历史教科书，不难发现其基本思想仍然得以延续。 在关于古代中

国的历史叙事中，土耳其教科书强调土耳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中华文明

和印度文明，如在十二生肖和骑兵方面，土耳其影响了中国。 土耳其教科书还强调中亚土耳其人以

及奥斯曼帝国对亚欧跨区域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贡献。 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多次提到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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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复杂互动，目的是强调古代土耳其人对亚欧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贡献，认为土

耳其保护了商队，维护了丝路畅通。
有关古代中国的叙事对于土耳其建构民族认同和建国合法性极为重要。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

后，其官方史学抛弃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遗产，挖掘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强调土

耳其与中亚游牧民族的血缘和文化纽带。 在关于土耳其古代历史的教科书中，中国是对土耳其人

影响巨大的国家。 土耳其对于古代匈奴、突厥、回鹘历史的建构，可信的唯一文献来源于中国古代

史籍。 但是在历史书写中，它们有很多臆想、歪曲和杜撰，以此来美化古代土耳其的历史。 在这些

教科书中，古代中国的形象是泾渭分明的，也是单一刻板的。 一方面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独特的

中国，对古代土耳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是古代土耳其人危险的敌人，擅用阴谋，并用

非正义方式摧毁了匈奴、突厥、回鹘等所谓的“土耳其国家”。 正是以中国为参照，建构了古代土耳

其人及其国家的独特性。 中国成为土耳其建构古代土耳其人身份认同的对立的参照物。 正是与中

国的差异和冲突，古代土耳其人的认同和身份得以彰显。
（二）中国史料在土耳其国家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

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时代（１８３９—１８７６），历史教育课程并未涉及古代土耳其人在中亚的

历史，最早的历史也只是提到塞尔柱帝国，对伊斯兰教之前土耳其人的历史鲜有提及。 土耳其共和

国建立之后，要建构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将目光投向伊斯兰教之前土耳其的历史。 由于古代游牧

民族大多没有记述历史的习惯，土耳其只能从其他国家的史料中理解和研究自身的历史。 近代西

方突厥学研究唤醒了土耳其知识分子追求“土耳其性”的意识，土耳其不断从古代东方历史中去挖

掘土耳其人的民族性。 中国古代的丰富史学典籍逐渐进入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日益引起

土耳其史学界的重视。
土耳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直接服务于自身历史的建构，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工具性。 与其他

国家的汉学研究不同，土耳其国内的汉学和中国研究从设立开始，就直接服务于土耳其古代历史的

研究。 １９３５ 年安卡拉大学在语言、历史和地理学院设立了土耳其国内最早的汉学系，宗旨是“以汉

语为媒介，研究中亚土耳其人历史……汉学的任务是培养能够从丰富的中国资料中揭示有关土耳

其历史信息的学者”。① 因此，土耳其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根本目的是通过研究与古代土耳其相关的

中国史料，来了解古代土耳其人的历史。 曾担任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主任的沃尔弗拉姆·艾伯哈德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教授②认为，有关中亚土耳其人最古老的信息都来自中国。 土耳其研究汉学的

学者普遍承认，中国文献中包含了关于古代匈奴和突厥以及其他东方游牧民族最详尽的记录。 要

了解土耳其的历史文明、风俗习惯，中国的资料对于土耳其古代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且极其重要的。
从土耳其的视角看，古代土耳其人离开中亚前交往最为密切的国家是中国。 经过多年的教育

灌输，土耳其国内普遍相信秦汉时期的匈奴为土耳其人在中亚建立的第一个被人所知、具有组织性

的政权。 称“匈奴人起初聚居的地点在黄河以北，之后延伸至额尔浑、色楞格河和于都斤周边的广

袤地区。 在这一地区匈奴人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以于都斤③为都城”，称亚洲匈奴汗国第一位君主是

头曼单于。 土耳其史学界对匈奴、突厥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叙述，基本上都依赖中国史料。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在讨论古代土耳其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经常引用古代中国的史料。 如对于

回鹘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叙述，完全引用北宋王延德出访高昌回鹘后所著的《使高昌记》，但是对

于王延德笔下提到的回鹘城镇中随处可见的汉文遗物则只字不提。 正是通过对涉及匈奴、突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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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历史的中国古代史料的挑选和裁剪，土耳其建构起自己古代国家和文明的历史。 数十年来土

耳其汉学家和史学界一直在持续翻译、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史学典籍、游记、文学作品中关于匈奴、
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的史料。 土耳其官方史学将历史教育视为培育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概

括和提炼土耳其人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以此来建构现代土耳其的民族认同，鼓舞其国民。 一方面

强化古代土耳其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则渲染古代土耳其人在军事和文明方面的强大和辉煌。
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深受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自有其褊狭之处。 虽然承认古代中国与古代

土耳其在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存在互动，但出于建构自己民族认同的需要，
主要强调双方之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贬低对手来强调自身辉煌的历史。 在对中国史料的

利用上，明显存在裁剪、歪曲甚至虚构史料的现象。
（三）通过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突出土耳其的尚武传统和军人国家的性质

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经历使得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精英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土耳其的国家安

全文化带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和崇尚军事力量的传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主义者否定

了奥斯曼帝国所有的国家机构，但唯独对军队赞誉很高。 一直到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前，
军人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军队被视为国家体制和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被赋予

了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世俗主义体制的特殊职责。
多年来土耳其的教科书一直有着浓厚的军事主义传统，多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征服战争

和军事胜利，如 １０７１ 年塞尔柱帝国击败拜占庭帝国的曼齐凯尔特战役、１４５３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伊

斯坦布尔的战役，甚至将公元前 ２０９ 年匈奴冒顿单于登上王位确定为土耳其陆军建军日。 《色佛尔

条约》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集体记忆，强化了土耳其对外国的防范和不信任。 土耳其的国家安全

学说一直在宣扬：内部敌人与外部敌人相互勾结以破坏土耳其的国家权威。 对失去领土的恐惧成

为土耳其国家安全文化的重要方面。 在教科书里，土耳其民族的特点是军人品质。 学生被鼓励为

了民族的独立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生命，强调让学生热爱土耳其军队和土耳其民族，成为忠诚和自

我牺牲的公民。 土耳其教科书将军队美化为最重要的机构，强调军事胜利的荣耀和话语，“由于重

视军事力量，土耳其人民在历史上建立了许多国家……表明军事力量高于一切，军队是人民的源泉

……土耳其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凭借这种力量，它可以威慑敌人，确保国家的幸福和

安全”。① ２０１６ 年军事政变未遂后，土耳其在重新修订的教科书里强化了反政变教育，军人国家的

色彩淡化，但在关于古代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仍然强调土耳其民族的尚武传统。
关于古代匈奴、突厥和回鹘的叙述，土耳其历史教科书都强调这些所谓“古代土耳其国家”在军

事上的强大。 土耳其不同年级的历史、地理和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经常提及长城，如“为了阻止土耳

其人的袭击，中国人修建了长城……除了战争之外，双方共同的地理也导致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碰撞”。② 关于长城的修建，土耳其教材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将长城描述为防御结构，旨在保护定

居社会免受游牧群体的侵害；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城的建造是为了防止土耳其人的入侵。 这两种解

释都强调了所谓古代土耳其人在对外战争中的进攻性和主动性特点。 长城在土耳其教科书中被认

为是古代土耳其人的军事成就和民族自豪感的源泉，是古代土耳其人在军事上强于中国的象征。
由此观之，土耳其教科书存在将国家暴力和战争合法化的趋向。③

土耳其教科书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实质上是将中国历史放在阐述古代土耳其人的历史背

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挪用、裁剪和片面诠释。 因此，其历史教科书对古代中国的简单化和刻板

化描述，并未反映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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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叙事特征，民族连续性和文化优越性被置于土耳其民

族国家历史书写的中心。 与中国相关的叙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通过对历史和地理

的想象，建构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土耳其国家”成为官方历史书写的首要目标。 借助对中国古代

史料的挪用和歪曲，土耳其教科书把古代中国北方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回鹘建立的

政权，建构为所谓的“古代土耳其国家”。 在土耳其古代史中，中国不再是与土耳其地理距离遥远的

国家，而是古代土耳其人的邻居和持续的对手。 土耳其相应地被建构为有数千年历史的政治和文

化实体。 第二，通过与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互动叙事，突出土耳其民族的特性和文明的优越性。 教科

书通过对古代土耳其和中国冲突与交往的历史书写，美化了土耳其人的历史，建构了土耳其人所谓

“自由、勇敢、尚武和仁慈”的特点，并强调了土耳其文明的世界贡献以及对自身文化和认同的珍视。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叙事，清晰地展示了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特征。

土耳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均建立在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基础之上，在强调他者的威胁的情

境下，建构起自己特有的身份和认同。 “敌人”的存在被认为是增加归属群体的忠诚和团结的重要

因素。 土耳其官方有意在内部和外部建构出“两种威胁，两个敌人”。 奥斯曼帝国晚期，将亚美尼亚

人、希腊人描绘为威胁土耳其国家的背叛者和内部敌人。 而“西方”则被建构为土耳其更早的“外
部敌人”，最早追溯到 １１ 世纪塞尔柱帝国开始征服安纳托利亚时。 土耳其也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归咎于西方的强权和阴谋。 在土耳其的近现代史教科书中，西方往往被暗示或者隐喻为土耳其的

敌人，而在土耳其古代史教材中，中国则不幸成为土耳其人有意建构起来的比西方更古老的敌人。
从这个角度讲，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和西方分别成为土耳其身份建构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主要敌人。
按照土耳其历史教科书的叙事，古代土耳其人在军事上强于中国，但在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所谓的

“阴谋诡计”下被迫迁徙，最后进入安纳托利亚。 此后，西方成为了土耳其人新的威胁和敌人。 因此

中国和西方成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土耳其人新的民族身份建构的两个对立面和参照物。
古代中国在土耳其官方历史叙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其对古代中国的叙事是碎片化的，

经过选择、遗忘和歪曲的，导致学生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究其原因，土耳其的历史教

科书缺乏全球文明视角，以国家为中心进行民族主义叙事，往往以土耳其历史为中心选择和叙述相

关的外国历史。 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与土耳其建构民族认同的需求密切相关，直接服务于土

耳其的民族主义。 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是土耳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他者，是土耳其塑造自

身国家和民族身份的镜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２１＆ＺＤ２４３）、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及其实践研究” （１９ＣＳＳ０２５）和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

目“土耳其对巴尔干的外交战略研究”（２３ＪＴ０３５）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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